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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农村劳动力研究】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王　 卓　 　 余骏舟

　 　 【摘　 　 要】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

基础。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2018 年数据,首先利用 A-F 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
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

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

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 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 最后,利用面板随机 Probit 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

异质性。 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

有稳健性。 (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3)劳动力流

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 (4)劳动力流动增

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

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青年期农村家庭陷入主观态度维度贫

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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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20 年末,中国高质量地实现了全面脱贫,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式步入小康社会,为实

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需要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在 2035 年要使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此,在新

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解决

相对贫困问题。 关于测量相对贫困标准,有学者建

议提高收入标准(魏后凯,2020) [1],有学者主张制定

包含收入维度和非收入维度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汪三贵、孙俊娜,2021) [2]。 还有学者主张建立城乡

统筹的、由多元标准组成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檀学

文,2020) [3]。 根据学界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标的归纳

与总结,结合国际标准和各国研究的实践经验,我国

当前对相对贫困的多维测度应该包括收入、教育、健
康、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王卓,
2022) [4]。 因此,研究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须从多维

视角考察相对贫困人口的实际状况。
治理相对贫困,推进共同富裕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仍然在农村,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仅靠劳动力在当地发展难以摆脱贫困,劳动力外出

就业仍然是缓解农户收入贫困的主要途径(邹薇、樊
增增,2020)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

农民工总量为 29251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了 691 万

人,环比增长 2. 4% ,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在此过

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为农户减贫和推动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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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为推进共同富裕

夯实了基础。 学界普遍认可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显

著缓解农户收入维度的贫困,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

力流动能够增加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缓解教

育维 度 的 贫 困 ( 韩 佳 丽 等, 2017[6]; 常 进 雄 等,
2018[7]),多数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的整体影响是积极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

力流动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

序,导致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福利受到损失

(Chinn,1979) [8]。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

度未完全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半城市化”的问题依

旧严峻(陈藻、杨风,2014) [9],具体体现为农民工由

于户籍制度原因难以享受城市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部分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维度的剥

夺程度可能更加严重(曹信邦,2008) [10]。 因此,劳
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复杂的,对
不同维度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异质性。

社会资本作为继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之后的

“第三大资本”,对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

要作用,目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并未形成统一

的测度标准。 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务工过

程是对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和扩展的过程,流动的农

民工将“差序格局”带到城市,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够

获取更多有效的客户资源以及收入渠道(马光荣、杨
恩艳,2011) [11],同时缓解自己在城市务工的孤独

感,增强社会融入感(Chi,2022) [12]。 职业地位往往

用来衡量社会声望,社会声望越高,农户掌握的社会

资源越多,从而抗风险能力更强。 社会声望较高的

务工群体往往具有更稳定的工作,更良好的就业环

境,其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和获得感水平也较高。 本

文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拟从社会网络和社会声望两

个维度的社会资本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影响的中介机制。
本文利用 CFPS2014 ~ 2018 年三期平衡面板数

据,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相对贫困的标准、
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王卓,2022) [4],
采用 A-F 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状,研究劳动

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

献可能有三点:一是运用三期面板数据,以实验组和

对照组比较方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有显著影响且具有稳健性;二是从社会网络和

社会声望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的影响机制;三是深入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影响的结构性与异质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学界主要从收入减贫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与减

贫的关系,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够促进农户的增收。
经典的托达罗模型的预期收益理论认为,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Harris &
Todaro,1970) [13] 。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通过收入

渠道的多元化直接提高收入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

距并 降 低 收 入 不 平 等 的 现 状 ( Gupta et al. ,
2009 [14] ;Nguyen et al. ,2011 [15] ;樊士德、江克忠,
2016 [16] ),而且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间接为农户增

加了财产性收入(王璇、王卓,2021 [17] ;葛永波、陈
虹宇,2022 [18] )。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从多维相

对贫困的视角出发,实证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

维相对贫困的影响,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王恒等,2020) [19] 。 一方面,农
村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干中学”积

累人 力 资 本, 增 强 脱 贫 的 内 生 动 力 ( Lucas,
1988) [20] 。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能获

得更多教育资源,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提

升家庭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常进雄等,2018) [7] ,缓
解教育贫困。 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农户预防性储蓄

的动机,消费能力增强而消费意愿并未明显提高,
将更多收入转化为家庭流动性资产 (尹志超等,
2021) [21] ,强化了农户风险承担能力(De Weerdt &
Hirvoene,2016) [22] ,降低了农户贫困的脆弱性。 基

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本文主要从

社会网络和社会声望两种机制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减

贫效应。 基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重构机制及农户

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成因,劳动力流动一方面能使

外出务工的成员获得更多与人交往沟通的机会,形
成新的社会支持结构,另一方面,多数外出务工的成

员实现了非农就业,收入得到了提升,同时在流入地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边干边学,提高迁移前人力资本

的转化率并获取与迁入地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本,
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在社会网络机制方面,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网络

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不是单方面的 ( Ryan,
2011) [23],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会“重塑”自己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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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Schapendonk & Steel,2014) [24]。 劳动力流动

后倾向于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 首先,由于劳动力

预期迁移后将会感到孤独和悲伤,为了规避这一风

险,他们会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 Oishi,2013) [25]。
迁移后的流动人口会在新的地区重建自己的社会关

系网络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Popielarz & Cserpes,
2018) [26]。 其次,从风险偏好的视角而言,有城乡劳

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的风险规避程度往往小于不具

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Akgüç et al. ,2016) [27],
而风险厌恶程度与本地社会网络有紧密联系,因此

外流的劳动力有更大概率建立更多的社交网络关系

(Kovářík & Van Der Leij,2014) [28]。 最后,随着科技

进步与社会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了更多人与人

沟通的渠道,建立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

(Dekker & Engbersen,2014) [29],具有劳动力流动经

历的农村劳动力可能会获取更多的信息通信技术,
因此比起没有劳动力流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他们往

往拥有更多的联系人数量和社交网络行为(Ran et
al. ,2022) [30]。 劳动力流动能够通过信息获取、风险

偏好等渠道增加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弱社会

关系网络(Chi,2022) [12]。 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而言更倾向于投资优化自己的

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次级社会网络和“尚没有价值

的资源”(曹子玮,2003) [31]。
关于社会网络的减贫效应,学界普遍认为社会

网络能够拓宽资金获得的渠道,增加农户收入,满足

农户金融需求(杨汝岱等,2011) [32]。 有研究表明社

会网络能够显著缓解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史恒通

等,2019) [33]。 对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而言,其社

会网络规模越大,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商

业机会(周晔馨,2012) [34]。 农户扩大社会关系网络

一方面能够缓解自己在异地务工预期的孤独感,另
一方面,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使务工的农业

转移人口获得更多的信息渠道、技术资源、物质帮扶

和情 感 支 持 ( 任 远、 陶 力, 2012[35]; Yue et al. ,
2013[36];徐超等,2017[37])。 “本地化”的社会关系网

络不仅能为流动人口再就业提供帮助,还能帮助其

获得心理上的宽慰并增加其城市的归属感(任远、陶
力,2012[35];Yue et al. ,2013[36])。 根据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劳动力流动通过社会网络缓解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

在社会声望机制方面,职业地位在社会资本的

“定位法”测度中往往被用于衡量社会声望(叶静怡、
武玲蔚,2014) [38]。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一转变

不仅在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变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

地理位置相关联的内在层次上的职业性质、社会身

份的转换,要素市场最优化配置促使劳动力转移到

边际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职业领域(葛永波、陈虹

宇,2022) [18]。 农村劳动力通过乡—城迁移实现劳

动力转移,其中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均经历了

职业的非农化(谢桂华,2012) [39]。 相比于本地就业

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往往学历更高,更容

易实现社会的向上流动(张永丽、黄祖辉,2008[40];
宁光杰,2012[41];Xing,2014[42])。 随着城市化迅速

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更多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向了城

市的二、三产业,逐渐实现了流动农民向产业工人的

身份转换(张广胜、田洲宇,2018) [43]。 相关研究认

为,劳动力迁移提高了劳动力在迁移前的人力资本

转化率,提高了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匹配水平,是我国

农村劳动力获取公平就业机会、实现社会向上流动

的重要途径(刘学军、赵耀辉,2009[44];孙三百等,
2012[45])。 现有文献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地

位的影响作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劳动力的

迁移对主观社会地位具有促进作用 ( 路 兰 等,
2018[46];张雅欣、孙大鑫,2019[47]),二是劳动力迁移

会提 升 农 民 工 的 职 业 声 望 ( 杨 肖 丽、 景 再 方,
2010) [48],且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农民工的职业地

位会进一步提升(周春芳等,2019) [49]。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迁移劳动力社会地位

往往与其职业地位紧密相关,从事更高职业阶层的

迁移劳动力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良好的城

市融入感。 从劳动力转移的收益角度,国内外现有

文献探讨了迁移劳动力通过职业地位的提升对收

入、待遇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提升作用。 相关研究

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收入增长效

应(Keith & Mcwilliams,1997[50];Yankow,2003[51])。
吴晓刚、张卓妮(2014) [52] 认为职业起到了农民工在

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报酬的“中介”作用。 总体而言,
职业流动提高了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姚
俊,2010) [53],即社会声望的提升对进城务工人员的

工资有正向影响(叶静怡、武玲蔚,2014[38];石智雷

等,2016[54]),从而实现收入减贫。 除收入效应外,
职业地位的垂直向上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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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影响(石智雷等,2016) [54]。 随着社会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迁移过

程中更容易实现职业向上流动,从而提高了农民工

的社会竞争力,为社会融入奠定基础(杨云彦、褚清

华,2013) [55],进而缓解农民工的能力贫困。 根据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劳动力流动通过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
综上,本文拟首先运用 A-F 方法测度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得分,在此基础上分析劳动力流动通过社

会资本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具体而

言,一方面劳动力流动通过重构并拓宽农户社会关

系网络来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另一方面劳动力

流动通过提升农户社会声望来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

困。 为此,本文构建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的分析框架(见图 1)。

图 1　 劳动力流动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主要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 2014 ~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 该数据库覆盖了 25 个省,包含个体、家
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和

健康等状况,具有全国性和综合性。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选取了个人库、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三组数据

库。 为满足研究目的,本文对数据库做如下处理:
(1)剔除家庭经济数据库中的城市家庭样本,保留具

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农村家庭样本。 (2)对相关变量缺

失数据进行填补、删除。 (3)匹配个人和家庭间的数

据信息。 (4)将 2014、2016、2018 三年数据样本横向合

并为平衡面板数据。 最终获得 3496 个农户的三期面

板数据,共 10488 个观测值。 (5)由于 CFPS2014 ~
2016 年缺少对劳动力流动的精准定义,本文根据问卷

回答的逻辑跳转关系,选用 CFPS2014 ~2018 年共有的

题项“过去 12 个月,您家外出打工的人总共寄回家多

少钱?”来定义具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
(二)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的测量方法

首先建立剥夺矩阵:构建 n 行 m 列的矩阵 X =
[x ij],x ij 表示第 i 个农户在第 j 个维度指标的状态;
构建 m 维向量 Z=( z1,z2,…,zm),其中[ z j]为剥夺的

临界值;设 g0 = [g0
ij]为 n 行 m 列的矩阵,其中 g0 的

取值为:

g0
ij =

0, x ij>z j
1, x ij<z j

{ (1)

根据上述剥夺矩阵 g0
ij,以及每个维度指标的权

重可以计算出个体的剥夺得分:ci =∑
m

j=1
w jg

0
ij,并形成了

m 维向量 C=(c1,c2,…,cm)。
基于 CFPS 数据可获得性,结合具体研究对象

(农户),对“相对贫困的标准、识别与治理机制研

究”课题组构建的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王卓,2022) [4]

略做修订后,形成下页表 1 所示的 8 个维度、11 个指

标,其中既包含了收入维度相关指标,也包含教育、
健康、主观态度等维度的相关指标。 同时,参考国内

外现有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赋权方式设定等权重,
将各个维度被剥夺的指标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为克服劳动力流动的自选择问题 (宁光杰,
2012) [41],本文首先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

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的影

响。 具体模型为:
y ict =α+β1migration ict+β2X ict+β3Zct+γ i+μ t+ε ict (2)
其中,i 为家庭,c 为区县,t 为年份。 y ict 是农户

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变量,反映了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的总体状况,migration ict 是劳动力流动变量,如
果农户家庭有人外出打工,则赋值为 1,没有人外出

打工则赋值为 0。 X ict 是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含户

主特征信息变量和家庭特征信息变量,Zct 为社会层

面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借鉴了王

璇、王卓(2021) [17] 的做法,具体变量的选择和相关

描述性统计见表 2,γ i 代表农户固定效应,μ t 代表年

份固定效应,ε ict 为随机扰动项。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

统计见下页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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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构建

维度 指标 剥夺临界值 权重

收入 人均纯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 50%以下视为剥夺 1 / 8

教育
成人受教育年限 / 适龄儿童入

学状况
家中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 6 年或有适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视为剥夺 1 / 8

健康
成人自评健康状况 / 儿童因病

就医次数

家中至少有 1 名成人自评健康状况为“不健康”或儿童过去 12 个月因病

就医次数超过 4 次视为剥夺
1 / 8

资产 耐用消费品总值 耐用消费品总现值低于 1000 元视为剥夺 1 / 8

住房 住房产权、人均住房面积 没有产权的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15 平方米视为剥夺 1 / 8

生活水平 做饭用水 / 做饭燃料
做饭用水非“井水” “自来水” “桶装水”等净化过的水或做饭燃料为“柴
草”“煤炭”视为剥夺

1 / 8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家中有 1 名已就业人员未参与任何医疗保险项目视为剥夺 1 / 8

主观态度 生活满意度、个人社会地位 家中有 1 名成员表示“很不满意”或“社会地位很低”视为剥夺 1 / 8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有劳动力流动农户

(n=5955)
无劳动力流动农户

(n=4533)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 0. 283 0. 175 0. 306 0. 188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家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0 =否,1 =是)

资金汇回
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0 =否,1 =
是)

0. 820 0. 385 0 0

社会网络 人情礼支出的对数(元) 7. 535 1. 617 7. 372 1. 916

社会声望 家庭劳动力平均社会经济地位(ISEI) 28. 106 6. 950 28. 401 9. 253

个体层面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户主的性别(0 =女,1 =男) 0. 541 0. 498 0. 595 0. 491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连续变量(年) 49. 652 11. 301 52. 470 13. 035

户主婚姻 户主婚姻情况(0 =未婚、离异、丧偶,1 =已婚) 0. 913 0. 283 0. 897 0. 304

户主政治面貌 户主是否党员(0 =群众、民主党派,1 =党员) 0. 045 0. 208 0. 062 0. 241

家庭层面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人) 4. 564 1. 843 3. 867 1. 881

家庭存款 家庭存款金额的对数 5. 407 4. 875 5. 110 4. 893

社会层面

控制变量

社会捐赠 是否收到社会捐赠(0 =否,1 =是) 0. 012 0. 108 0. 015 0. 120

政府补贴 是否收到政府补贴(0 =否,1 =是) 0. 709 0. 454 0. 655 0. 476

　 　 (四)内生性讨论

尽管式(2)控制了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相

关变量,并用双向固定效应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且

不可观测的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仍可能会因

为自选择或遗漏变量的问题导致估计的偏差。 就遗

漏变量而言,家庭成员的性格会影响劳动力外出务

工的决策,具体而言,风险偏好越强的家庭成员越容

易做出外出务工的决策(Chi,2022) [12]。 家庭成员性

格特征会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主

观幸福感(张兴慧等,2015) [56]。 由于家庭成员的性

格不可观测,同时为避免潜在及遗漏变量问题对估

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了尹志超等(2021) [21] 的思

路,以村庄为单位,用村庄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作为

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选用同一村庄同一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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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家庭的劳动力流动比例作为该家庭劳动力流

动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的估计,较好地

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
(五)机制检验

为探究劳动力流动通过扩大社会网络、提升社

会声望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了

农户人情礼支出和家庭平均社会经济地位( ISEI,国
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别作为本文社会资本的代

理变量。 关于社会网络,本文借鉴何凌霄、张忠根

(2016) [57]的研究思路,通过弱社会关系将亲属关系

和自然因素排除在外,更准确地捕捉由劳动力流动

带来的实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提升,而礼金支出多存

在于为利益而建立的弱关系网络中,因而以此作为

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关于社会声望,本文采用家

庭劳动力平均 ISEI 代理,ISEI 反映了每一种职业从

业者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体现了每种职业将人力资

本转化为劳动报酬的程度,利用 CFPS 提供的数据转

换文件①,将 2014 ~ 2016 年的职业编码先转换为

ISCO 编码,再转换为 ISEI 编码,最后计算出家庭劳

动力平均 ISEI 作为社会声望代理变量,并构建面板

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模型:
Mediation ictj =α j+C1jmigration ict+C2jX ict+C3jZct+γ i+

μ t+ε ict (3)
y ict = α j + d1jmigration ict + d2jX ict + d3jZct +

d4jMediation ictj+γ i+μ t+ε ict (4)
式(3)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第 j 个中介变量的

影响,式(4)将劳动力流动变量与第 j 个中介变量共

同放入模型分析其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若

c1j 显著,且 d4j 比式(2)中 β1 的值还小或显著性降

低,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但由于学界对式(4)的回归

结果的有效性存在较大争议,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

(陈卫民、韩培培,2023) [58],因此本文将不对式(4)
进行回归检验,仅作式(3)的回归检验,并通过理论

分析补充解释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减贫的机制。
(六)劳动力流动对单维贫困状态的影响

由于本文选取的是短面板数据共 10488 个观测

值,且仅有三期,为了避免自由度的过度损失,本文

采用面板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衡量劳动力流动对各

个维度的影响状况,同时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具

体模型如下:
Cr∗ictj =α j+β1jmigration ict+β2jX ict+β3jZct+μ t+ε ict (5)
P(Cr ictj =1)= P(Cr∗ictj>1)= Φ(α j +β1jmigration ict +

β2jX ict+β3jZct+μ t) (6)
其中 Cr∗ictj 为潜变量,假定误差项 ε ict ~ N (0,

σ2),Cr ict 为第 i 个家庭第 t 期在第 j 个维度上是否处

于被剥夺的状态。 其他控制变量定义均与式(2)
相同。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下页表 3 的模型(1)汇报了双向固定效应的估

计结果。 本文在回归过程中控制了户主层面、家庭

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农户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劳

动力流动降低了 0. 022 个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本文所研究的相对贫

困是从多维度进行测量的,包括收入、教育、健康、资
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与主观态度,因此结合

已有的研究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使农户实现非农就

业从而提高了收入水平(樊士德、江克忠,2016) [16],
由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资源的差异,劳动力

流动亦能提高农户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缓解

多维相对贫困。 但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对非

物质性相对贫困维度的缓解并不显著(韩佳丽等,
2017) [6]。 为进一步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本文将在后续证明劳动力流动

对不同维度影响的异质性。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中,户主性别、年龄和婚姻状

况均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有显著影响,其
中户主性别为男性的家庭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

较低;随着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越容易陷入多维

相对贫困;户主已婚的家庭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

率越大。 可能的解释是男性户主家庭的人力资本水

平更高,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其劳动能力逐渐降

低,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都会受到限制。 就婚姻状

况而言,户主已婚的家庭可能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
因此发生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越高。

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和家庭存款

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有显著影响,家庭规

模越大,农户养育负担越重,家庭整体的消费支出越

多,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越大。 家庭拥有的存

款越多,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越低。
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中,政府补贴对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剥夺得分有显著负向影响,收到政府补贴

的农户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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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补贴的“扶志”效应增强了农户的信心,陷入

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更低(解垩、李敏,2022) [59]。
为了克服上文分析中不可观测的家庭成员性格

所导致的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的问题,本文选取了

同一村庄同一收入阶层的其他家庭的劳动力流动比

例作为该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工具变量的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3 的模型(2)所示,
其中 DWH 内生性检验结果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拒绝了劳动力流动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说明劳

动力流动是具有内生性的。 工具变量检验在第一阶

段估计结果 F 值为 41. 880,远大于 20,且超过了

10%水平偏误下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检验过程中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第一阶段工具变量 T 值为

18. 110,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了工具变量

与劳动力流动具有强相关性。 另外,其他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及其对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方向基本一

致。 因此本文假设 1 成立,即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二)基于 PSM-FE 模型的减贫效应再检验

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流动存在自选择机

制( Chiswick,1999 [60] ;宁光杰,2012 [41] ),如 前 所

述,学历越高,能力越强的农户越会选择外出打工,
为了进一步解决劳动力流动的自选择问题所带来

的内生性估计偏差,本文利用 PSM 对样本进行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再匹配。 在此基础上结合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样本的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核匹

配,根据核匹配结果测算匹配前后对照组与实验组

各特征变量的差异及显著性(见表 4)。 结果显示样

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过 PSM 核匹配处理后的特

征变量差异性显著减小,且核匹配的协变量通过倾

向得分匹配后,标准偏差均大幅减小,靠近于 0 轴

线,认为匹配结果良好(如图 2 所示)。
表 5 分别汇报了核匹配、半径匹配、卡尺临近匹

配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
控制了农户固定效应及年份固定效应,同时控制户

主、家庭、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避免了不可观测的

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选择问

题。 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均

在 1%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的缓解效应,这说明具有

相似特征的农户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状况。
(三)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到劳动力流动与外出务工资金汇回的强相

关性及其减贫强度的差异性,直接对比是否有劳动

力流动的农户家庭会对减贫效应估计造成偏差。 具

体而言,本文农户劳动力流动所包含的内在情形有

三种:(1)无劳动力流动;(2)有劳动力流动但无资

金汇回;(3)有劳动力流动且有资金汇回②。 本文进

一步将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按上述三种内在情

形拆解为三分类解释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

估计,并将无劳动力流动作为参照组,具体结果见

表 6。

　 　 表 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模型 (1)FE (2)Ⅳ-FE 变量 \模型 (1)FE (2)Ⅳ-FE

劳动力流动 -0. 022∗∗∗(0. 004) -0. 123∗∗∗(0. 017) 政府补贴 -0. 013∗∗∗(0. 004) -0. 009∗∗(0. 004)

户主性别 -0. 007∗(0. 004) -0. 008∗∗(0. 004) 农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户主年龄 0. 001∗∗∗(0. 000) 0. 001∗∗∗(0. 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户主婚姻 0. 016∗(0. 009) 0. 015∗(0. 008) 观测值 10488 10488

户主政治面貌 0. 007(0. 008) 0. 004(0. 008) R2 0. 045 0. 028

家庭规模 0. 014∗∗∗(0. 002) 0. 019∗∗∗(0. 002) DWH 检验 Chi2 值 37. 262∗∗∗

家庭存款 -0. 002∗∗∗(0. 000) -0. 002∗∗∗(0. 000) 一阶段估计 一阶段 F 值 41. 880

社会捐赠 -0. 010(0. 014) -0. 009(0. 014) 结果
一阶段工具

变量 T 值
18. 110∗∗∗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模型中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户层面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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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PSM 各特征变量均值平衡检验

变量
匹配前 匹配后

实验组 对照组 T 值 实验组 对照组 T 值

户主性别 0. 541 0. 595 -5. 46∗∗∗ 0. 541 0. 547 -0. 630

户主年龄 49. 653 52. 469 -11. 830∗∗∗ 49. 656 49. 016 2. 91∗∗∗

户主婚姻 0. 912 0. 897 2. 70∗∗∗ 0. 912 0. 913 -0. 020

户主政治面貌 0. 045 0. 062 -3. 790∗∗∗ 0. 045 0. 042 0. 820

家庭规模 4. 564 3. 4867 19. 010∗∗∗ 4. 560 4. 478 2. 430∗∗

家庭存款 5. 407 5. 110 3. 080∗∗∗ 5. 408 5. 353 0. 610

社会捐赠 0. 012 0. 015 -1. 260 0. 012 0. 010 0. 760

政府补贴 0. 709 0. 655 5. 990∗∗∗ 0. 710 0. 700 1. 160

2016 年 0. 331 0. 336 -0. 420 0. 331 0. 335 -0. 410

2018 年 0. 339 0. 325 1. 510 0. 339 0. 328 1. 260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表 6 ~ 表 10 同。

图 2　 协变量的标准偏差图

　 　 表 5 劳动力流动对多维

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PSM-FE)

变量 \模型

PSM-FE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卡尺最近

邻匹配

劳动力流动
-0. 022∗∗∗

(0. 004)
-0. 022∗∗∗

(0. 004)
-0. 023∗∗∗

(0. 005)

户主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社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5

变量 \模型

PSM-FE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卡尺最近

邻匹配

观测值 10480 10474 7366

　 　 注:①仅对共同取值范围内个体进行匹配。 ②半径匹配

的半径设定为 0. 01,核匹配默认为二次核,带宽为 0. 06,卡尺

最近邻的匹配方法为 1 ∶ 2 匹配。 ③∗∗∗、∗∗、∗ 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汇报结果显示有劳动力流动且有资金汇回

的回归系数为-0. 023,有劳动力流动但无资金汇回

的回归系数为-0. 019,且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 可见,有劳动力流动且有资金汇回对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大于有劳动力流动但无资金汇

回的家庭。 由于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一定的机会成

　 　 表 6 劳动力流动细分情形的减贫效应

变量 \模型 FE

有劳动力流动无资金汇 -0. 019∗∗∗(0. 005)

有劳动力流动且有资金汇 -0. 023∗∗∗(0. 004)

控制变量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1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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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资金汇回对农户的家庭收

入具有替代性,影响了劳动力参与的决策。 具体而

言,拥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农户收到汇回的资金后直

接缓解其收入维度的贫困,同时更多的流动性资产

促使农户将其转化为固定资产从而降低其资产维度

的贫困,还能够促进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降

低其教育维度的贫困。 但即使外出劳动力无资金汇

回,其减贫效应依旧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 1。
除了上文的减贫机理分析外,现有研究表明,家庭与

外出的劳动力形成了相互担保的关系。 劳动力流动

是具有风险性的决策,为降低潜在的失业和生活拮

据的风险,家庭和外出劳动力均会形成增加收入的

动机,从而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机制

上述研究通过工具变量法、PSM-FE 模型排除

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自选择问题带来的估计结果

偏差,证实了假设 1 的成立,即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并定义了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情

形,证明了是否拥有资金汇回的减贫差异。 结果表

明,即使没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依然具有显著的

减贫效应。 本文进一步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利用

双向固定效应检验劳动力流动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

两个维度(社会网络与社会声望)影响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 表 7 分别汇报了外出务工的社会网络机制和

社会声望机制的结果。 从社会网络机制来看,劳动

力流动通过扩大农户的社会网络缓解农户的多维相

对贫困。 具体而言,模型(1)显示劳动力流动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了农户的人情礼支出的对数。
因此,假设 2 成立,即劳动力流动通过社会网络缓解

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 农户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

　 　 表 7 机制分析

变量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人情礼支出的

对数(元)(1)
家庭劳动力平均社会

经济地位(ISEI)(2)

劳动力流动 0. 166∗∗∗(0. 042) 0. 510∗∗∗(0. 150)

控制变量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488 10488

重塑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相对陌生的异

地通过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了更多的物质帮扶、
技术经验、情感支持和信息资源,从而得到更多资金

获取渠道、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教育资源,以缓解农户

的多维相对贫困。
从社会声望机制来看,劳动力流动通过提升农

户的社会声望缓解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 模型(2)
显示劳动力流动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提升了

家庭劳动力平均社会经济地位。 因此,假设 3 成立,
即劳动力流动通过社会声望缓解了农户的多维相对

贫困。 农户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实现了非农就业,
转移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职业领域,逐渐实

现了流动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换,实现了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为其社会融入奠定了基础,从
而缓解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

(五)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异

质性

上述分析论证了劳动力流动对多维相对贫困的

缓解效应及其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机制,考虑到多

维相对贫困的复杂性,本文利用面板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进一步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处于单维度相对贫困

状态概率的影响。
表 8 报告了单维度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劳动

力流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能够降低农户在收入、
教育、资产和生活水平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系数分

别为-0. 823、-0. 136、-0. 179 和-0. 112)。 表明:(1)劳
动力流动首先可以通过实现非农就业增加农户收入,
其次为农户增加更多直接收入来源渠道,最后也可以

通过农地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从而降

低农户陷入收入维度贫困的概率。 (2)劳动力流动降

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且能够让农户意识到教育

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降低农户陷

入教育维度贫困的概率。 (3)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

户的直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使得农户有更

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将其转换为固定资产,因此降低

了农户陷入资产维度贫困的概率。 (4)我国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普遍优于农村,因此劳动力从农村流入

城市将获得更优越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农户陷入生

活水平维度贫困的概率。
以上结果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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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单维贫困的影响

变量 收入 教育 健康 资产 住房 生活水平 社会保障 主观态度

劳动力流动
-0. 823∗∗∗

(0. 039)

-0. 136∗∗∗

(0. 061)

0. 005
(0. 034)

-0. 179∗∗∗

(0. 058)

0. 010
(0. 047)

-0. 112∗∗∗

(0. 042)
0. 076∗∗

(0. 033)
0. 095∗∗∗

(0. 034)

农户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社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困的缓解除了教育方面,其他维度基本为物质经济

层面的维度,这与以往相关研究得出的有关结论类

似(韩佳丽等,2017) [6]。 此外,劳动力流动分别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农户在社会保障和

主观态度维度上的相对贫困发生率(系数分别为

0. 076 和 0. 095)。 该结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尚存

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户籍登记功能和公共服务

获得功能并未完全脱钩,以及历史遗留的二元户籍

结构带来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位问题,同时

部分农民工虽然实现了非农就业,但可能会因为人

力资本存量不足导致其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曹信

邦,2008) [10] ,同时主动争取社会保障的能力减弱

从而更容易陷入社会保障维度的相对贫困。 而人

力资本的不足可能导致了流动的农村劳动力难以

融入新社会环境中,从而更容易陷入主观态度维度

的相对贫困。 劳动力流动导致了农村原有社会秩

序的破坏,家庭内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无人陪伴

导致其福利感下降,导致了主观态度维度的相对

贫困。
为了更精准地识别劳动力流动对社会保障及主

观态度的影响,本文按照家庭户主年龄特征将样本

划分为青年期家庭、中年期家庭和老年期家庭③,另

外按照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将样本划分为高人力资本

水平家庭、中等人力资本水平家庭和低人力资本水

平家庭④,并利用面板随机 Probit 模型进行分组回归

分析。 表 9 结果显示,在家庭特征方面,劳动力流动

主要增加了青年期家庭陷入主观态度贫困的概率,
在 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 0. 241,且影响程

度更大(相比于表 8 回归系数 0. 095)。 可能的原因

是青年期劳动力家庭结构往往由三代人构成,劳动

力流动导致了家中留守的儿童以及老人福利感下降

从而更容易陷入主观态度贫困。 另外,从外出打工

劳动力的角度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追

求往往更高,异地就业务工往往会因为生活环境的

改变、社会排斥等问题造成其城市融入感较低,从而

更容易陷入主观态度维度贫困。 劳动力流动增加了

中年期家庭和老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

概率,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 084
和 0. 130。 同时劳动力流动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

社会保障贫困的概率,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

数为-0. 138。 可能的原因是中年期、老年期家庭劳

动力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地区的人才数量更多,逐渐

缩小了与城市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同时随着时

　 　 表 9 家庭年龄特征异质性分析

Panel A:青年期家庭 Panel B:中年期家庭 Panel C:老年期家庭

变量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劳动力流动 -0. 138∗(0. 072) 0. 241∗∗∗(0. 085) 0. 084∗(0. 044) 0. 034(0. 045) 0. 130∗(0. 074) 0. 068(0. 0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992 1992 6015 6015 2481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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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推移,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松动,社会保

障体系逐渐完善,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到

城市打工往往能够享受到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因

此,劳动力流动缓解了青年期家庭的社会保障维度

贫困,但显著加剧了中年期、老年期家庭社会保障维

度的贫困。
在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方面,表 10 回归结果显

示除了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外,劳动力流动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增加了中、低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的主观态度维度贫困,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79 和

0. 129。 可能的原因是中、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受到社会排斥,同时因其生活

水平低、社会保障缺位更容易陷入主观态度贫困。
此外,劳动力流动在 5% 的显著水平上增加了低人

力资本水平家庭陷入社会保障贫困的概率,回归系

数为 0. 115。 可能的原因是低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劳动力流动更容易因能力不足面临就业歧视而进

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且无法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 且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导致了其主动获取社会

保障的能力更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4 ~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利用 A-F 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得分,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和倾向匹配得分的方

法实证检验农户劳动力流动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

响、稳健性及其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性机

制。 研究发现:(1)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通过工具变量法及 PSM-FE 模型排除可

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自选择问题后,该结论具有稳

健性,而且不同情形下的劳动力流动均对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有显著的缓解效应。 (2)劳动力流动通

过扩大农户社会网络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3)劳

动力流动通过提升农户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 (4)劳动力流动能够降低农户陷入收入、
教育、资产、生活水平维度的贫困概率,但会增加农

户陷入社会保障和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概率。
(5)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主要增加青

年期家庭和中、低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陷入主观态度

贫困的概率,主要增加中年期、老年期家庭和低人

力资本水平家庭陷入社会保障贫困的概率,降低青

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贫困的概率。 基于上述研

究结论,得到如下建议。
第一,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

自由流动。 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显性”
制度性壁垒,进一步分离户籍制度的登记功能与公

共服务的准入功能,释放制度改革红利,大力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方面,消除“隐性”壁垒,减少社

会排斥,切实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是流入

地地方政府应规范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监督企业

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主动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

金”,避免因“非正规就业”带来的社会保障缺失问

题。 二是城市要积极发展普惠性、兜底性的社会保

障福利,加大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购

买补贴力度。 三是协调劳动人事部门完善《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保障用工招聘过程公开透明,避免就

业歧视带来的弱社会流动问题。 四是为农村相对贫

困家庭提供就业政策的靶向帮扶,包括就业引导帮

扶与就业岗位提供帮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非

农就业机会、拓宽农户获取就业的信息渠道,引导农

村劳动力结合自身人力资本状况合理外出务工,避
免劳动力盲目外流。

第二,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助力农民工

提高社会资本质量。 社会资本在劳动力从农村流

入城市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重视社会资本的

　 　 表 10 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异质性分析

Panel A:低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Panel B:中等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Panel C: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变量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社会保障贫困 主观态度贫困

劳动力流动 0. 115∗∗(0. 046) 0. 079∗(0. 047) -0. 047(0. 047) 0. 129∗∗(0. 052) -0. 232(0. 218) -0. 065(0. 7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290 5290 4977 4977 21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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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度性优势,从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及

身份认同等多方面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刘金

凤、魏后凯,2022) [61] 。 一是积极推动政府各部门

协作,倡导社会多方共同参与,为农民工提供情感

支持。 发挥基层社区的组织功能,开展双向互动的

情感支持模式,促进农民工实现自主与互助双向的

社会网络关系。 二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一方

面让农民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建立新型社会关系

网络,拓宽弱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寻求更多情感支

持、拓展信息获取渠道。 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搭

建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岗位信息集纳与公

布,直接性地对农民工实现就业机会的帮扶,从而

促进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三是加强农民工教

育培训,建设相关培训基地,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存量,从而改变就业现状,改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社会声望。
第三,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破解 “空心村” 治

理难题。 一是对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留守老人与

留守儿童而言,农村地区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

资源,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娱乐文化活动,
提高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从而降

低主观相对贫困。 二是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就近

入学的政策,保障流动人口的子女享受良好优质

的资源。 三是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

下,应大力发展农村产业。 政府要引导农村地区

立足本土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好本村的自然

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禀赋,实现资源的整合,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促进并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优势

资源转化及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鼓励发展旅游

业,在条件适宜的地区打造产业发展示范园区。 使

农村劳动力能够就近实现非农就业,缓解农户因异

地非农就业产生的社会保障贫困问题。 四是通过

实施优惠性的政策措施引导本地大力发展产业,同
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吸

引人才,为乡村发展储备源源不断的人才后备力

量。 五是重点实施教育帮扶政策,将教育资源向农

村地区倾斜,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有

助于缓解农户教育维度的贫困,确保农村地区毕业

生能够定向就业,为农民新生人口摆脱贫困代际传

递奠定基础。

注释:

①数据文档来源为中国家庭社会调查提供的官方文件:

http: / / www. isss. pku. edu. cn / cfps / wdzxsjwd / 1357972. htm。

②CFPS2014 ~ 2018 年问卷题项“过去 12 个月,您家外出

打工的人总共寄回家多少钱?”,以是否大于 0 来定义有劳动

力流动的农户家庭是否有资金汇回。

③本文按户主年龄定义 40 岁及以下为青年期家庭,41 ~

60 岁为中年期家庭,61 岁及以上为老年期家庭。

④本文定义户主受教育水平 6 年及以下为低人力资本水

平家庭,7 ~ 12 年为中等人力资本水平家庭,12 年及以上为高

人力资本水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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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Wang Zhuo　 　 Yu Junzhou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from 2014 to 2018,this paper uses A-F
method to measure the status quo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and uses panel two-way
fixed effect and PSM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households caused by labor migr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labor mi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multi-
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2) Labor migration can alleviat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by expanding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by enhancing their social prestige. (3) Labor migration signifi-
cantly alleviates the material dimension of poverty except education dimension,but aggravates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subjective attitude dimension of poverty. (4) Labor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that rural households with low
human capital levels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middle and old age fall into social security dimension poverty,decreases
the probability that households in young age fall into social security dimension poverty,and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that rural households with middle and low human capital levels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young age fall into subjective
attitude dimension poverty.

Key words:relative poverty;labor migration;so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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